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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

地方政府间政策学习网络：行为、结构及影响因素
———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考察交流的分析＊

周凌一＊＊

　　［内容提要］　政策学习包括
“信息搜寻—采纳—政策变迁”三
阶段，目前多数研究关注采纳与
政策变迁阶段的政策学习结果，
却未系统分析信息搜寻阶段政策

学习网络的互动机制：（１）政策学
习的主体特征、内容与动机如何？
（２）政策学习网络的结构怎样？
随时间变化有何演进？（３）影响
地方政策学习行为的因素有哪

些？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省级生
态环境部门考察交流的数据，本
研究聚焦于政策学习过程中地方

主体间的信息搜寻网络，运用社
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自回归模型深

入探索“向谁学”“学什么”“为什
么目标而学”的互动机制。结果
表明环境政策学习网络基本涵盖

各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学习主
题较为丰富，学习动机存在任务
完成及合法性两类逻辑。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间学习网络的密度较强，
主体间趋于平等且资源分布均

衡；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整体网络密度
略低，主体间紧密程度逐步增强
但地位存在不均衡。

［关键词］　政策学习；信息
搜寻；领导特质；空间邻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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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间政策学习网络：行为、结构及影响因素

一、引　　言

政策学习是政府在社会互动中获取、交换信息，并基于既有经验和

现有信息有意识地调整政策工具、目标或执行计划等，以更好达成治理

效果（Ｍａｙ，１９９２；Ｈａｌｌ，１９９３；Ｈｏｗｌｅｔｔ　＆Ｒａｍｅｓｈ，１９９３）。政策学习的

核心在于获取和接受信息，一方面能够通过学习、模仿成功经验来减少

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行政资源成本，提升政策的可接受度及效益，另一

方面可通过重视学习机制的纠错作用来规避负面的政策（王浦劬、赖先

进，２０１３；朱旭峰、赵慧，２０１５）。“信息获取—采纳—政策变迁”是政策学

习过程的三阶段（Ｌｅｅ　＆Ｍｅｅｎｅ，２０１２），学者们从结果维度将政策学习视

为政策变迁的催化剂（Ｓａｂａｔｉｅｒ，１９８８；Ｈａｌｌ，１９９３；Ｈｏｗｌｅｔｔ　＆Ｒａｍｅｓｈ，

１９９３），或是政策扩散的机制之一（Ｍｅｓｅｇｕｅｒ，２００５；Ｓｈｉｐａｎ　＆Ｖｏｌｄｅｎ，

２０１４；Ｚｈｕ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５；朱旭峰、赵慧，２０１５；朱亚鹏，２０１５）。也有学者

从领导特质，组织资源，社会压力，政治、经济、社会相似性等方面探究影

响政策学习行为的内、外部因素（Ｈｕｎｔｊ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Ｍａ，２０１７；

Ｏ'Ｄｏｎｏｖａｎ，２０１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但目前关注信息搜寻阶段政

策学习行为的研究较少，主体间互动是该阶段政策学习的关键基础

（Ｇｅｒｌａｋ　＆Ｈｅｉｋｋｉｌａ，２０１１），因此主体互动的关系网络能够帮助我们深入

理解Ｂｅｎｎｅｔｔ与Ｈｏｗｌｅｔｔ（１９９２）提出的学习过程核心三要素———“向谁

学”、“学什么”、“为什么目标而学”，即分析政策学习网络的微观互动规

律及其背后的因果机制。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探究西方实践下的政策学

习网络以揭示信息交换关系建立的影响机制（Ｌｅｅ　＆Ｍｅｅｎｅ，２０１２；

Ｍａｌｋａｍäｋ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但基于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

地方政府间政策学习网络的互动规律与因果机制可能无法为已有研究

所解释。因此本文试图系统分析中国地方政府间的政策学习网络，以揭

示：（１）政策学习的主体特征、内容与动机如何？（２）政策学习网络的结

构怎样？随时间变化有何演进？（３）影响政策学习行为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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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各地政府时常前往其他地区开展考察、

调研等交流活动，以学习先进经验并获取相关政策信息。随着发展理

念的转变，环境保护议题愈发受到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为了

更好提升环境质量，各地生态环境部门主动前往其他地区搜寻信息、汲

取经验的政策学习活动层出不穷，涉及环境监测、大气污染治理、水污

染治理、农村环境整治、环境宣传等内容，例如２０１６年新疆、湖北、云

南、广东四地先后赴青海学习借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的先进经验。

基于此，本文以环境政策为例，通过考察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全国省级生态

环境部门考察交流的数据，探究信息搜寻阶段地方政府间政策学习网

络的互动机制与影响要素。一方面，本文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定性描

述环境政策学习网络中参与主体的特征、访问内容与动机，网络结构及

其动态变化，以揭示关系网络中主体间的微观互动机制。另一方面，在

既有政策创新、政策学习等理论的基础上（Ｂｅｒｒｙ　＆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Ｚｈｕ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５；Ｚｈａｎｇ　＆Ｚｈｕ，２０２０），从地方领导特质、资源支持与社会

压力、空间邻近效应等内外部因素出发，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

地方政策学习行为的影响机制。理论上，区别于既有研究更多关注政

策学习结果的视角，本研究聚焦于政策学习过程中主体间的信息搜寻

网络，深入探索学习网络中参与者的互动规律与因果机制，并试图从地

方领导特质、空间邻近效应来看中国政治体系下官员晋升与府际关系

在政策学习网络中的作用，以此拓展政策学习的相关理论及其在中国

的适用性。实践上，本文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我国环境政策学习过

程中地方主体的互动机制及影响因素，以此为更好促进地方生态环境

部门的政策学习与创新提供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学习的概念辨析

政策学习的议题最早由Ｋａｒｌ　Ｄｅｕｔｓｃｈ（１９６６）在探讨反馈（ｆｅｅｄｂａｃ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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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强化政府学习能力时提出，之后学者们构建起社会学习、政策学习、

政治学习等概念予以探讨（Ｈｅｃｌｏ，１９７４；Ｈａｌｌ，１９９３；Ｍａｙ，１９９２；Ｓａ－

ｂａｔｉｅｒ，１９８８；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Ｊｅｎｋｉｎｓ－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３；Ｂｅｎｎｅｔｔ　＆Ｈｏｗｌｅｔｔ，

１９９２）。Ｈｅｃｌｏ（１９７４）认为学习是对外界环境“某些可感知的刺激”所作

的反应，并提出社会学习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由经验导致的相对持久的

行为改变，进而引发社会政策的变迁或创新。在此基础上，Ｈａｌｌ

（１９９３）从政府自身的需求出发，指出社会学习是基于既有经验及新信

息“调整政策目标或技术”以更好达成政策目标的尝试。可见，Ｈｅｃｌｏ

（１９７４）与Ｈａｌｌ（１９９３）的社会学习概念是探讨政府基于外生性应对或内

生性需求而主动学习的现象。Ｓａｂａｔｉｅｒ于１９８８年提出“政策取向的学

习”，即“由经验引致的相对长期的思想或行为意图的变化，与完善和修

正人的信仰原则相关联”。Ｓａｂａｔｉｅｒ关注更多的是不同政策联盟如何

竞争成为政策子系统中的主导者（Ｈｏｗｌｅｔｔ　＆Ｒａｍｅｓｈ，１９９３）。值得注

意的是，政治学习是政策倡导者学习如何更好推广政策理念或引发政

策问题关注的过程，其焦点是特定政策方案的政治可行性（Ｍａｙ，

１９９２）。据此，政治学习与政策学习的概念内涵有本质区别，政策学习

关注的是政策问题、目标、工具、执行计划等内容，而政治学习则关注政

策过程中如何影响特定政策理念或问题的经验教训（Ｍａｙ，１９９２）。

在政策扩散的研究中，学者们将政策学习定义为政策制定者基于

其他政府的经验以了解某项政策并评估其潜在效果，继而判断这一政

策在 本 地 的 适 用 性 且 做 出 采 纳 与 否 的 决 定 （Ｍｅｓｅｇｕｅｒ，２００５；

ＦÜｇｌｉｓｔｅｒ，２０１２）。政策学习是政策扩散的机制之一，其余还包括竞

争、模仿和强制等（Ｓｈｉｐａｎ　＆Ｖｏｌｄｅｎ，２００８）。可见政策扩散视角下的

研究更强调结果导向的政策学习。需要明确的是，本研究更为关注过

程导向的政策学习，结合既有文献将政策学习定义为政府在社会互动

中获取、交换信息，并基于既有经验和现有信息有意识地调整政策工

具、目标或执行计划等，以更好达成治理效果。政策学习既包括同级地

方政府间的信息交换，也包括上下级政府部门间的互动与交流，本研究

主要关注于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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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学习的研究视角：政策变迁与政策扩散

既有研究将政策学习视为政策变迁（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的催化剂（Ｓａ－

ｂａｔｉｅｒ，１９８８；Ｍａｙ，１９９２；Ｈａｌｌ，１９９３；Ｈｏｗｌｅｔｔ　＆Ｒａｍｅｓｈ，１９９３），或

是政策扩散的机制之一（Ｍｅｓｅｇｕｅｒ，２００５；Ｓｈｉｐａｎ　＆Ｖｏｌｄｅｎ，２０１４；

Ｚｈｕ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５；朱旭峰、赵慧，２０１５）。政策变迁是对现有政策的

变革活动，即现有政策的修正、废止或被新的政策所取代（杨代福，

２００７）。传统理论将政策变迁视为政府应对政治冲突或社会压力而产

生的被动行为，Ｈｅｃｌｏ（１９７４）、Ｈａｌｌ（１９９３）、Ｓａｂａｔｉｅｒ（１９８８）等学者则从

政策学习的视角重新解读政策变迁。１９９３年，Ｓａｂａｔｉｅｒ与Ｊｅｎｋｉｎｓ－

Ｓｍｉｔｈ提出倡议联盟框架以解释政策变迁的过程，其中信念是维系联

盟也是影响政策变迁的关键因素。基于倡议联盟框架，不少学者以欧

洲国家的环境、核能与海洋保护等政策为研究对象，发现政策学习是推

动政策变迁的重要力量（Ｎｉｌｓｓｏｎ，２００５；Ｊｏｒｄ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Ｎｏｈｒｓｔｅｄｔ，

２００９；Ｓａｎｄｓｔｒö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政策扩散是某个政府的政策选择为其他政府所影响的过程

（Ｓｈｉｐａｎ　＆Ｖｏｌｄｅｎ，２００８）。扩散视角的分析以政府间交流与沟通为前

提，政策创新是地方政府主动学习和借鉴的结果（Ｈｅｙｈｏｏｄ，１９６５）。政

策学习内嵌于政府间互动与沟通的关系网络，Ｍｉｎｔｒｏｍ（１９９７）、

Ｍｉｎｔｒｏｍ与Ｖｅｒｇａｒｉ（１９９８）将政策网络的概念整合到扩散研究中，重点

关注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理念扩散过程中的作用。国内学者王浦劬、赖

先进（２０１３）提出的区域和部门间、先进地区向跟进地区的扩散模式都

包含学习机制，跟进地区更是通过各类考察、学习活动向先进地区“取

经”。杨宏山（２０１３）将政策创新的中国经验总结为双轨制政策试验，其

他政府通过学习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以创新本地区的政策制定。此

外，我国政府体系内还存在制度化的组织学习机制，即上级决策者会将

其认可的政策创新选择为“典型经验”并组织交流会来增进地方政府间

学习，这也是实践中示范效应所引发“轮番考察热”的逻辑所在（杨宏

山，２０１３；杨雪冬，２０１１）。Ｍａ（２０１７）以公共自行车项目为例，考察中国

城市间学习，尤其是实地考察，对政策扩散的影响。除了水平方向的地

０２



■ 地方政府间政策学习网络：行为、结构及影响因素

方政府间学习，朱旭峰、赵慧（２０１５）探讨了中央政府自下而上的学习机

制，即对成功经验的吸收和对失败教训的汲取。

（三）政策学习的影响因素

社会问题、国内外政治、社会压力、突发灾难或经济危机等组织外

要素都是促发政策学习的重要原因（Ｓａｂａｔｉｅｒ，１９８８；Ｆｉｏｒｉｎｏ，２００１；

Ｗｅａ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而组织内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和程度、领导的特

质也会影响学习的可能性，譬如Ｎｉｌｓｓｏｎ（２００５）关注决策过程和评估程

序对政策学习的影响。基于多国治水政策学习的研究，Ｈｕｎｔｊ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发现合作结果、政策发展与执行、信息管理、财务资源与风险

管理等体制特征都会影响政策学习的程度。政策学习往往在危机发生

或政策失败时发生（Ｓｃｈｍｉｄｔ　＆Ｒａｄａｅｌｌｉ，２００４），但并非所有的政策失

败都会导致政策学习。Ｏ'Ｄｏｎｏｖａｎ（２０１７）发现不同的政策失败会导致

不同类型的政策学习，其中政策议程的失败与工具型政策学习有关，而

政策问题相关经验与学习能力则会调节政策失败与学习间的联系。国

内学者杨宏山（２０１５）提出地方经济实力、地方领导人政策创新意愿、政

策问题显著性及可资利用的智库资源是影响地方政府学习能力的

因素。

政策学习建立在不同主体间社会互动的基础上，学者们也开始探

讨地方政府“向谁学”的问题。既有研究发现地理邻近性，规模、人口、

经济与政治结构等方面的相似性，成功的政策经验等都是影响地方政

府选择学习对象的重要因素（Ｖｏｌｄ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Ｍａ，２０１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Ｌｅｅ与 Ｍｅｅｎｅ（２０１２）以全球

城市气候领导力网络为例，研究发现网络中多方的理事结构、文化同质

性及成功的气候政策能够促进跨城市的政策学习。Ｍａｌｋａｍäｋｉ等人

（２０１９）则发现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向具有相似政策信念、掌握更多资源

或参与相同论坛的政策主体学习并交换信息。

（四）地方环境政策学习网络：互动机制与影响因素

既有研究深入探讨了政策学习的概念与类型、政策学习的结果变

量及其影响因素，但依旧存在两点不足。首先，政策学习的过程可以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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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信息搜寻—采纳—政策变迁”的三阶段（Ｌｅｅ　＆Ｍｅｅｎｅ，２０１２），目

前学者们大多考察政策学习与政策变迁间的关系，缺乏对信息搜寻阶

段的深入探究。信息搜寻是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社会关系识别和获取其

他政府信息的过程。政策学习过程中信息搜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能够

解答Ｂｅｎｎｅｔｔ与 Ｈｏｗｌｅｔｔ（１９９２）提出的“向谁学”、“学什么”、“为什么目

标而学”等问题，也是我们全面了解地方政策学习过程必不可少的环

节。其次，政策学习是政策制定者交流经验、获取信息的互动过程，内

嵌于参与主体间的关系网络中，主体间互动是信息搜寻阶段政策学习

的关键基础（Ｇｅｒｌａｋ　＆Ｈｅｉｋｋｉｌａ，２０１１）。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探究西方

实践下政策学习网络的微观互动机制（Ｌｅｅ　＆Ｍｅｅｎｅ，２０１２；Ｍａｌｋａｍäｋ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却鲜有研究系统分析我国政策学习网络中主体互动的规

律与内在因果关系。基于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区

别，我国地方政府间政策学习网络的结构和形成机制都可能与已有研

究有所差异。因此，本文以环境政策为例，试图分析信息搜寻阶段同级

地方政府间政策学习网络的互动机制及影响因素。其中参与主体的互

动机制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的定性描述予以展示，本节将重点讨论

地方环境政策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

政策学习本身也是政策创新的过程，既有研究认为政府对创新的

采纳主要受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内部因素包括地方人口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等方面，外部因素则包括自上而下强制命令、

自下而上联邦主义扩散效应的纵向机制，与同级政府间基于规范压力、

经济竞争等形成的横向机制（Ｂｅｒｒｙ　＆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Ｓｈｉｐａｎ　＆Ｖｏｌｄｅｎ

２００８；Ｚｈｕ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５；Ｚｈａｎｇ　＆Ｚｈｕ，２０２０）。Ｚｈａｎｇ和 Ｚｈｕ

（２０２０）对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研究发现纵向与横向机制两者并非相互

独立，纵向的政策支持会通过降低组织自主性或环境不确定性来替代

横向压力在政府创新采纳过程中的作用。与之类似，关于政策学习的

研究也发现政策学习行为是领导特质、人口结构、经济水平、社会文化

等内部因素，及社会压力、政策失败、地理邻近等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Ｆｉｏｒｉｎｏ，２００１；Ｗｅａ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Ｖｏｌｄ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Ｍａ，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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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因此，在既有政策创新与政策学习相关

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起地方政策学习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图１），着重从组织内、外部的地方领导特质、资源支持、社会压力、空

间邻近效应四方面探究影响地方环境政策学习行为的因素。

图１　地方环境政策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

作为本辖区的主要决策者，地方领导的意愿会显著影响当地政府

的行为选择。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个体（如政策企业家）行为在政策理念

传播过程中的作用（Ｍｉｎｔｒｏｍ，１９９７；Ｍｉｎｔｒｏｍ　＆Ｖｅｒｇａｒｉ，１９９８），也有

研究表明领导特质会显著影响地方政策创新扩散的过程（朱旭峰、张友

浪，２０１５；Ｚｈｕ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５；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地方领导有能力形

塑利于政策学习的环境和动力（Ｒａｓｈ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其环保责任也

会影响地方主体对外政策学习的意愿（Ｌｅｅ　＆Ｍｅｅｎｅ，２０１２）。首先，官

员年龄与职位晋升紧密相关，年龄一直被视为影响创新决策的重要因

素（Ｌｉ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Ｋｏｕ　＆Ｔｓａｉ，２０１４）。如果年龄较大而没有太多晋

升机会，官员的创新意愿会较低，随之对外交流学习的积极性也会降

低。官员年龄较大时，其观点也会更为保守（Ｈｕｂ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不乐

于前往其他地区汲取新信息。其次，官员任期与政策创新也存在关联，

但其任期会同时影响官员的创新动力及克服内部障碍的权威（朱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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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浪，２０１５）。新上任的官员有更强的创新与学习动力，随着任期的

递增，官员的学习动力可能会减弱，但其克服内部障碍的权威有所加

强，因此反而可能更频繁对外学习。本研究主要考虑省／市长、省／市委

书记、环保厅／局长三类地方领导的特征，并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１：如果省／市／生态环境部门领导年龄低于同年全国平均值，

则政策学习行为更频繁。

假设２：省／市／生态环境部门领导任期会与地方政策学习行为呈

现“Ｕ”型关系。

政策学习需要人力、财力的投入，因此离不开必要的资源支持。杨

宏山（２０１５）认为地方政府学习能力受经济实力、智库资源的影响。首

先，环境治理的投入、经济发展程度为地方政策学习提供了物质保障。

再者，生态环境部门机构与人员是政策学习的智力支持，机构数与人员

数越多的地方部门，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持越强。据此，本文提出研究

假设：

假设３：环境治理人力与财力资源支持越强的地区，政策学习行为

更频繁。

政策学习的动力往往源于社会问题变化、政策失败等外生要素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１９８８；Ｍａｙ，１９９２；Ｆｉｏｒｉｎｏ，２００１；Ｏ'Ｄｏｎｏｖａｎ，２０１７）。若

当地环境污染较为严重，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已有环境政策的失败，使地

方生态环境部门面临来自上级部门与公众不满的外部压力。而环境信

访是公众对现有环境治理不满的直接体现，会给政府形成社会压力。

环境污染与环境信访都会通过社会压力的外部机制作用于地方政策学

习行为，社会压力越大时地方会更积极对外学习成功的治理经验。基

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４：环境污染与环境信访社会压力越大的地区，政策学习行为

更频繁。

地方政府的学习行为也受到周边邻近地区的影响，这是政策学习

中横向机制的体现（Ｖｏｌｄ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Ｍａ，２０１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在中国，同级政府间存在竞争关系，当邻近地区环境政策学习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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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越多时，当地政府部门会感受到更强的同侪压力，因此也会更倾向

于对外学习来促进政策创新与环境质量改善。然而，相邻地方政府间

存在政策学习的“溢出效应”，邻近的地方容易形成各类正式与非正式

的信息沟通渠道，因此当地部门能够及时观察或获得周边地区学习而

得的经验与知识。据此，邻近地区环境政策学习越频繁时，当地政府享

受的溢出效应越显著，其对外学习的动力反而会随之降低。据此，本文

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５ａ：邻近地区频繁的对外政策学习会增强当地政府的竞争压

力，进而促进地方政府的对外学习行为。

假设５ｂ：邻近地区频繁的对外政策学习会给当地政府带来知识的

“溢出效应”，进而减少地方政府的对外学习行为。

三、数据搜集

实践中信息搜寻阶段的政策学习多以调研、考察、交流等活动呈

现，且随着政务信息的公开化，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新闻报道或工作动

态都较为详尽地公开了其政策学习行为。本研究最终选取除港澳台外

全国范围内２２个省份，５个自治区及４个直辖市所有省／自治区／市环

保厅／局官网、官方微博、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地方日报①等作为数据搜

集来源。首先，笔者在数据来源中通过输入“调研”“考察”“学习”“交

流”“环保”“环境”六个关键词来摘取生态环境部门政策学习的报道。

其中，“调研”“考察”“学习”“交流”四个关键词代表政策学习行为，“环

保”“环境”两个关键词代表环境领域。学习行为与环境领域两类关键

５２

① 北京日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内蒙古日报、吉林日报、黑龙江日报、

辽宁日报、解放日报（上海）、浙江日报、新华日报（江苏）、安徽日报、福建日报、江西日报、

大众日报（山东）、河南日报、湖北日报、湖南日报、南方日报（广东）、广西日报、海南日报、

重庆日报、四川日报、贵州日报、云南日报、西藏日报、陕西日报、甘肃日报、青海日报、宁
夏日报、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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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内部的搜索规则是“或者”，即只要涵盖类别内任一关键词即可，但两

类关键词间的搜索规则是“且”，即必须同时涵盖学习行为和环境领域

的关键词。随后，在初步整理的数据库中发现以下三种情况：（１）由于

数据来源多元，同一报道可能会在不同搜索渠道中出现；（２）政策学习

的主体并非地方生态环境部门；（３）上级对下级部门的考察调研活动，

而非政策学习行为。据此，笔者对数据库反复进行３次数据清理，删除

重复的、非生态环境部门或非学习行为的报道，最终获得全国３０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生态环境部门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的政策学习行为

１８２条，每年从１４条（２０１３年）至３８条（２０１２年）不等。①具体的数据搜

集过程可见图２。

地域范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青海、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
数据来源：环保厅／局官网、官方微博，地方政府官网、官方微博，地方日报
时间跨度：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
||

年

↓
||

　
并且关键词１：“调研”或“考察”

或“学习”或“交流 ←——”
关键词２：“环保”或“环境→——

||——————————————————||

”

数据剔除：（１）重复的同一报道；
（２）非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政策学习活动；
（３）上级对下级部门的考察调研活动

↓
||

。

最终样本：全国３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生态环境部门
政策学习行为共１８２

↓
||

条

图２　数据搜集过程

为保证编码的质量及前后连贯性，本研究的数据编码由笔者一人

６２

① 值得说明的是，２００８年５月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自此各级政府在官网上逐渐公开政府工作动态，笔者所搜集的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政
策学习行为数据库起始于２００８年，但由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各地政务信息公开程度不一，

所得数据较为零散，经综合权衡后，选取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的数据予以分析。此外，西藏自
治区生态环境部门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政策学习行为的数据为０条，因此将其剔除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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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多次编码完成，具体执行过程可分为以下三步：（１）预编码阶段：在

正式编码开始前，笔者通过阅读２０条政策学习的报道，总结出访省份、

被访省份、访问主题、是否存在上级政策要求、被访地是否为示范点五

大类变量可能出现的关键词，初步建立起编码原则（ｃｏｄｉｎｇ　ｔｈｅｍｅ）；

（２）正式编码阶段：在基本确定编码原则后，笔者通过阅读所有报道，历

时半个月完成所有数据的编码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部分报道内

容的有限性，笔者会上网搜集更多的信息或资料来补充相关内容，以确

保所有变量都有依据地进行编码；（３）编码检验阶段：完成一轮编码后，

笔者又重新进行了第二轮编码，两轮编码的结果一致性高达９０％以

上。之后笔者对编码结果进行检查，以保证所有编码无误。

四、结果呈现与分析

本文旨在探索中国地方政府间环境政策学习网络中的主体互动规

律及内在影响机制，首先笔者从主体概况、主题与动机、网络结构与演

进三方面呈现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学习互动的表现，其次运用空间自回

归模型定量分析影响地方政策学习行为的要素。

（一）政策学习主体概况

图３展示了全国生态环境部门政策学习出访及被访的情况，总体

上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各地生态环境部门（除西藏外）都有前往其他

省份学习环保治理的先进经验。就出访学习而言，绝大多数生态环境

部门出访学习的次数较少，平均每年每地出访０．５４次。但各地对外政

策学习的积极性差别较大，贵州和广西是政策学习最活跃的主体，分别

总共出访１６、１９次。

绝大多数省份平均每年每地被访次数为０．５７，江苏、广西、湖南是

政策学习最常去的省份，浙江和广东紧随其后。可见被访地区也存在

集聚性，东南、华南地区的环保工作较为出色，吸引了一批地方生态环

境部门前来交流学习。此外，各地生态环境部门的出访和被访次数间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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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各地政策学习出访、被访折线图

并不必然呈相关关系，其中广东、广西、湖南、浙江四地不仅积极对外访

问学习环保治理的创新点，而且自身的环保工作也卓有成效，经常被其

他地区访问学习。

（二）政策学习主题及动机

１．政策学习主题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政策学习的主题较为丰富，涵盖大气环境、水环

境、自然生态保护、固废管理、农村环境、核与辐射安全、环境监测、环境

监察、环保产业、环评管理、环保法规、科技与宣传、机构与制度建设、示

范项目创建及对口帮扶共１５个主题。图４展示了这些主题的分布，其

中环境监测占比最高，为１７．４９％。环境监测工作的技术要求较高，地

方生态环境部门需要对外学习先进技术及经验。出访学习环境监测技

术最为积极的是甘肃，广西是被访地中最受欢迎的省份，尤其是学习其

海洋环境监测的经验。在业务领域上，监察与执法、环保产业、机构与

制度三个议题的访问热度也很高，分别占总访问次数的９．８４％、９．２９％

与８．７４％。

就环境治理的具体领域而言，１６次（８．７４％）对外访问的主题涉及

农村环境整治集中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环保部印发《全国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因此２０１１年起，各地生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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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各地政策学习主题分布图

态环境部门开始积极对外交流学习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的经验，广

西最为积极对外学习农村环境整治（４次），也是最热门的被访问地之

一（３次）。与此同时，水环境、自然生态保护、固废管理三大主题的学

习热度也较高，占比分别为６．５６％、５．４６％与５．４６％。

２．政策学习动机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政策学习的动机各有差别，笔者发现政策学习

的动机存在任务完成逻辑及合法性逻辑两类。其中，任务完成逻辑是

在上级政府的政策要求下，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为完成特定任务而前往

其他地区学习经验。这一逻辑呈现的是外在压力推动下的学习行为。

此外，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也热衷于访问环境绩效得到上级认可的示范

项目，表现为合法性逻辑。这一逻辑体现出政策学习内在选择的特征。

据样本数据显示，总共有１１．５４％的政策学习行为（共２１条）呈现

任务完成逻辑的动机，即在上级政府的要求下对外访问。对省级生态

环境部门而言，其上级政府既包括同一辖区内的省政府，也包括同一专

业领域的生态环境部。图５显示７１．４３％的政策要求发起者是中央生

态环境部，说明中央对地方环境政策学习的影响更大。就具体内容而

言，图６表明环境监测、环保督查是提及最多的政策内容，尤其是为迎

接中央环保督查，甘肃、贵州两地分别多次前往已完成环保督查的省份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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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经学习。

图５　政策发起者分布图

图６　政策内容分布图

８．２４％的政策学习行为（共１５条）呈现合法性逻辑，即前往上级政

府所认可的示范项目所在地“取经”。组织制度主义认为，处于同一场

域的制度环境中，组织会通过强制、模仿及规范逐步走向“同构”（ｉｓｏ－

ｍｏｒｐｈｉｃ）以获取合法性，即采取相似的组织形式、结构、政策及实践等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地方政府的行为同样需要得到制度环境的

认可，而其中最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就是上级政府。上级政府所认可的示

范项目往往是为制度环境所肯定甚至推广的“典型经验”，前往示范地区

考察学习也是出访地趋向“同构”获取合法性的过程。据图７显示，更受

欢迎的被访地是为中央生态环境部所认可的示范项目，占比８６．６７％。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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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示范项目认定主体分布图

此外，示范项目所包含的类型众多，图８展示了省级示范点、试点、

全国示范省、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市、生态环境部肯定①、总书记考

察共七种类型，其中出访总书记考察地青海省的次数最多，占２６．６７％。

２０１６年８月，习总书记前往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调研考察，随后，

新疆、湖北、云南、广东四地都赴青海学习借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的先进经验。前往总书记考察并作出重要指示的地方学习，可以更为

准确把握当前制度环境所认可的规范，即中央环保工作的动向及要求，

　　

图８　示范项目分布图

１３

① “生态环境部肯定”指生态环境部调研考察时，相关领导就该区域环境保护工作
给予的肯定与认可，且示范点、试点、示范省、其他给予荣誉称号的省市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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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为地方环保工作开展及合法性获取提供保障。在所有出访地中，

甘肃的政策学习有更强的合法性逻辑，分别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就农村

环境整治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对外访问国家试点地区３次。

（三）政策学习网络的结构与动态演进

地方政府间的政策学习内嵌于参与主体互动与沟通的关系网络，

因此本研究建构起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政策学习网络，运用社会网络

分析软件Ｕｃｉｎｅｔ分析网络的结构及其动态演进。

整体网络密度是网络中实际关系数与理论最大关系数间的比值，

密度越大则意味着参与主体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网络也能为参与者提

供更多资源。图９显示政策学习网络的整体密度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较

高，但于２０１３年骤降至０．０１５１，之后逐步回升并于２０１５年开始有缓慢

下降的趋势。２０１３年密度的骤降可能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中央八项规定的

出台相关，八项规定对地方出访、考察、调研等有了更多制度上的规范

要求，地方会据此减少不必要的出访及经费支出。２０１３年起，随着中

央对环境治理的日益重视，加之“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一

系列重磅措施出台，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又开始积极对外交流，学习环境

治理的成功经验，网络紧密度也有所提升。

图９　全国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政策学习整体网络指标值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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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点度中心势和中间中心势刻画了网络所具有的中心趋势。需

要说明的是，点度中心势刻画的是行动者间发展交往关系的能力，关注

交往活动本身，而中间中心势刻画的是某一行动者控制其他行动者间

交往的能力，关注网络中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整体上看，２０１１—

２０１７年政策学习网络的平均点度中心势为３．４４％、平均中间中心势为

１１．９４％，可见网络中心化趋势不明显。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在网络密度加

强的同时，点度中心势上升至最高值８．３０％，说明这一阶段学习网络的

中心聚集程度加大，各省份都与中心地区如广东、广西建立起学习关

系。然而中间中心势却在这一阶段从２１．０３％降至８．２２％，表明参与主

体在网络中的地位趋于平等，核心行动者如广东、广西对整个网络资源

控制的程度减弱，浙江、江苏、辽宁、宁夏等地都积极建立起直接的学习

访问渠道而非依赖于核心行动者获取信息。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间生态环

境部门间学习访问的紧密度加强，逐渐显现交往能力强的中心地区，但

主体间趋于平等交流且资源分布更为均衡。总体上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

间中心势的值大于点度中心势，表明参与主体间交往活动的中心性差

别不大，但却存在核心主体如广西、贵州、浙江等。

图１０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全国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政策学习行网络

图，其中方块代表参与学习的省（市／区），方块大小代表参与者的度中

心性，参与者间学习的次数体现于连线的粗细，若访问次数越多则连线

越粗。此外连线箭头的出发点是出访地，指向点是被访地。表１的对

外及对内度中心性则代表了各地对外学习交流与吸引其他地方前来学

习的中心位置。从参与范围来看，除西藏外，其余各省都纳入政策学习

网络中，可见政策学习逐渐成为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获取信息以开展政

策制定、创新的重要方式，学习网络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条

块”体制的局限，为信息流动、经验交流提供了渠道。从网络位置来看，

广西、江苏、浙江的度中心性相对最高，表明其在网络中占据重要的中

心地位，这三省也成为政策学习网络中信息与资源传递的重要主体。

从学习访问的方向看，广西是政策学习网络中最为活跃的参与者，不仅

积极对外学习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也吸引了不少省份前来取经。参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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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体间网络联结强度显示广西与广东、浙江、云南、上海四地之间建

立了比较稳固的交流关系。江苏在整个学习网络的度中心性仅次于广

西，也是颇受欢迎的被访问地区。

图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全国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政策学习网络图

表１　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部门点度中心性

地　区 对外度中心性 对内度中心性

北京 ０．７１　 ０．４８

天津 ０．００　 ０．７１

河北 ３．８１　 １．９０

山西 ０．２４　 ０．７１

内蒙古 ０．２４　 ０．７１

辽宁 １．１９　 ０．２４

吉林 １．１９　 ０．００

黑龙江 ０．７１　 ０．００

上海 ２．６２　 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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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　区 对外度中心性 对内度中心性

江苏 ０．９５　 ５．４８

浙江 ２．１４　 ３．５７

安徽 ０．２４　 １．９０

福建 ０．２４　 １．１９

江西 ０．７１　 ３．１０

山东 １．１９　 ０．９５

河南 １．４３　 １．９０

湖北 １．４３　 ０．９５

湖南 ３．８１　 ４．２９

广东 ２．８６　 ２．８６

广西 ５．００　 ５．００

海南 １．６７　 ０．００

重庆 ０．９５　 １．６７

四川 １．６７　 １．１９

贵州 ４．５２　 １．６７

云南 １．４３　 ２．８６

陕西 １．９０　 ２．３８

甘肃 ３．３３　 ０．００

青海 ０．２４　 ０．９５

宁夏 ２．１４　 １．６７

新疆 １．６７　 ０．４８

　　（四）定量分析：地方政策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对外政策学习的行为

有所差异，哪些因素会影响其对外学习行为？依据本文的理论框架，本

节将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从地方领导特质、资源支持、社会压力与空间

邻近效应四方面探究其对地方政策学习的影响，具体如下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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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学习ｉ，ｔ＝β０＋β＊
１ 对外政策学习ｉ，ｔ－１＋β

＊
２ Ｗ

＊
ｉ 对外政策

学习ｔ＋β＊
３ 领导特质ｉ，ｔ＋β

＊
４ 资源支持ｉ，ｔ＋β＊

５ 社会压力ｉ，ｔ＋ｕｉ，ｔ （１）

其中ｉ＝１，２，３，…，３０；ｔ＝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Ｗｉ 是３０个

省会城市的距离矩阵。

笔者以各省（市／自治区）生态环境部门为分析单位，构建起３０个

地区①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的面板数据。因变量对外政策学习行为以

Ｕｃｉｎｅｔ计算而得的每个地区每年的对外度中心性测度。领导特质的

变量包括省委书记、省长与生态环境厅厅长的年龄及任期。若地方领

导的年龄低于同年全国平均值，则地方主官的年龄编码为１，否则为０。

如果该官员在当年的６月３０日之前任职，那么其当年的任期编码为１，

否则为０，之后任期逐年累加。资源支持中人力资源以国家级、省级环

保机构的机构数和人员数来测度，财政资源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ＧＤＰ比重与人均ＧＤＰ的Ｌｎ值来测度。就社会压力变量而言，环境污

染包括城市生活垃圾污染②、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废水排放量，

环境信访包括人均电话、网络、来信投诉数。空间邻近效应则以 Ｗｉ 代

表的省会城市距离矩阵测度。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外度中心性 　１．６７　 ２．５３　 ０　 １３．３３

省委书记年龄 ０．３９　 ０．４９　 ０　 １

省长年龄 ０．４３　 ０．５０　 ０　 １

生态环境厅厅长年龄 ０．４８　 ０．５０　 ０　 １

省委书记任期 ２．９０　 １．８４　 １　 １０

省长任期 ２．９７　 １．９８　 １　 １０

６３

①

②

由于西藏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未参与任何政策学习，因此面板回归的样本中将
其剔除。

城市生活垃圾污染（％）＝１００％－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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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态环境厅厅长任期 ４．２６　 ２．６８　 １　 １３

国家、省级环保机构数 １３．０１　 ３．１０　 ７　 ２１

国家、省级环保人员数 ４９０．６１　 １９７．６６　 １７６　 １０６５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１．４７　 ０．７７　 ０．３　 ４．２４

人均ＧＤＰ　 １０．７５　 ０．４２　 ９．７１　 １１．７７

城市生活垃圾污染 ９．９０　 １２．８２　 ０　 ５８．３２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６

人均废水排放量 ４９．８６　 １６．０４　 ２２．４８　 ９２．７８

环境信访 １０．７５　 ８．２９　 １．５９　 ３７．０９

　　表２的描述性统计表明，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对外政策学习的“度中

心性”均值为１．６７，且地区间学习行为差距大，其中从未对外访问学习

的地区占５３．８１％，但对外访问最高值为１３．３３。地方领导中生态环境

厅厅长的平均年龄最小，为５４．１岁，任期相对最长，均值为４．２６。省

长、省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为５９、６１岁，且两者的任期分布较为相近，但

省长的任期相对略长，任期大于６年的占比也多出３．３４％。就资源支

持而言，各地国家级、省级环保机构数和人员数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

均值分别为１３．０１与４９０．６１；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ＧＤＰ比重的均值仅

为１．４７，其中比重小于２的地区占比达７８．５７％，人均ＧＤＰ的Ｌｎ值均

值为１０．７５。在社会压力方面，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较高，人

均废水排放量的平均值为４９．８６吨，人均环境信访量均值为１０．７５，但

三者都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各地区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差距小，均值

为０．０２吨，仅２３．８％的地区排放量超过均值。

表３分别展示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两组样本的回归

结果。结合前面网络整体指标分析与中国环境治理实践，２０１３年新一

届国家领导人上任，制定了一系列环境治理新措施，是全国环境治理的

又一新起点，因此就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样本进行回归以探索该阶段政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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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行为的影响因素。

首先，基于省委书记、省长、生态环境厅厅长三类领导特质的对

比，省长的任期是影响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对外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因

素。两组样本中省长的任期与对外度中心性间都呈现了“Ｕ”型关

系，具体来说，起初省长的任期与该地区对外学习的积极性呈负相

关，但从第４年左右开始（模型２的拐点为３．７年，模型５的拐点为

４．６年），当地政策学习的积极性随任期的增加而增加。在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的样本中，省委书记年龄低于全国平均值的地区，更乐于对

外政策学习。但我们却没有发现生态环境厅厅长对政策学习行为

的直接影响。一般而言，生态环境厅厅长的任期较长且很难有进一

步的晋升空间，因此厅长自身缺乏对外政策学习与推动创新的激

励。省长主管政府工作的全面开展，在环境治理日益受中央重视的

背景下，省长有动力积极改善和推动当地的环保工作，尤其是任职

３年多后省长自身权威有所稳固，并即将面临第一轮任期结束后的

改选，因此其对外学习改善绩效的动机及能力都会增强，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对外政策学习的度中心性也随之上升。２０１５年，国家首

次明确环境保护“党政同责”，若地方环境治理不佳，党政一把手都

会被直接问责，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模型４中省委书记年龄对地

方生态环境部门学习行为的影响。就资源支持而言，人均 ＧＤＰ是

影响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外学习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人均

ＧＤＰ更多的地区，政策学习网络中对外度中心性也更高，证实了经

济实力对政策学习访问的重要性。

外部因素中，本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污染越严重或人均二氧化

硫排放量越大时，当地部门对外政策学习越少，这可能是因为环境污染

严重时地方部门更愿意集中资源改善现阶段的工作。环境信访与对外

学习行为间呈正相关关系，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的样本中尤其显著。当生

态环境部门面临更大的公众压力时，会积极对外学习以汲取经验，随着

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和政府改革的深化，各级政府愈发重视公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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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因此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样本中环境信访的作用更明显①。就空

间邻近效应而言，周边地区的学习行为越多时，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对外

政策学习反而减少，可能是由于政策学习的知识溢出效应降低了当地

对外学习的动机，也可能是基于区域竞争的现实，邻近省份学习频繁

时，当地的学习行为很难有所创新且无法突出，但具体的内在机制后续

还需要深入研究予以论证。最后，各地生态环境部门的政策学习行为

也受上一年行为的影响，两者间呈负向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连续的政策

学习所获取的边际效益会降低，践行既有的学习经验反而更有价值。

五、结论与讨论

政策学习是地方政府汲取经验以创新改善当地公共服务的有效工

具之一，其内嵌于政府间沟通与交流的关系网络中，而信息搜寻则是政

策学习的起始阶段。本文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系统分析了我国省级生态

环境部门在政策学习网络中的互动机制，并从领导特质、资源支持、社

会压力、空间邻近效应等内外部因素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影

响地方政策学习行为的要素，主要发现以下三点结论：首先，各地生态

环境部门都参与到环境政策学习的网络中，但各主体出访学习的积极

性差别较大，政策学习的主题较为丰富，其动机存在上级政策要求下的

任务完成逻辑及考察学习示范项目的合法性逻辑两类。其次，地方生

态环境部门间政策学习网络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间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

显的是网络整体密度骤降，２０１３年后我国环境治理迎来了又一新的起

点，参与主体间的访问学习逐渐紧密，但其地位存在不均衡。第三，实

证分析表明，领导特质如省长的任期、省委书记的年龄，资源支持如人

均ＧＤＰ，社会压力如环境污染、环境信访，及周边地区的政策学习行为

２４

① 环境信访与地方学习行为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即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外
学习增强了公众的环保意识，进而提升了环境信访。未来研究中需要辅以深度访谈、案
例分析等方法以深入探讨两者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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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影响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外学习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政策学习

也存在时间滞后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对既有政策学习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重点

关注政策学习的信息搜寻阶段，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情境下参与主体“向

谁学”、“学什么”、“为什么目标而学”的信息沟通与互动网络。既有研

究更为关注政策学习后的采纳与政策变迁阶段，即更为关注政策学习

的结果变量，而信息搜寻也是学习过程的关键阶段之一，我们需要揭示

并了解其内在的黑箱以更全面理解政策学习过程中参与主体间的微观

互动机制。第二，本文结合既有文献与中国实践，尝试构建并实证检验

影响地方对外政策学习行为的重要因素，拓展了相关理论在中国的适

用性并发现了中国情境的特色要素。作为地方政府的关键决策者，领

导特质在现有政策创新研究中被视为重要的影响要素，本文同样证实

了政策学习中领导特质的核心作用，有趣的是，笔者发现省长、省委书

记及生态环境厅厅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后续还需更深入的研究来

探索差异的原因所在。此外，周边邻近地区的空间效应是政策学习过

程中横向府际关系的体现，实证结果表明相邻地区与当地政府的政策

学习行为呈负相关，具体的内在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与既有

研究相一致，本文也证实了资源支持、社会压力等要素的作用。实践

上，本文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我国环境政策学习过程中地方主体的

互动机制及影响因素，以此为更好促进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政策学习

与创新提供相关建议。

然而，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囿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目前的

样本量仅局限在省级，未来将搜集市级层面并补充近些年的相关数据，

不仅扩充样本量，也可分析比较省、市两级地方政府或东中西部不同区

域间地方政策学习行为的异质性。后续也需要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

谈等方式获取更多关于地方政策学习的一二手资料，基于案例分析来

追踪、刻画地方学习行为的内在逻辑及影响机制，以及各因素间的相互

作用关系。未来的研究也可以从国家生态示范创建的历程出发，深入

探究不同时期各类示范项目如何影响地方环境政策学习行为，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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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深入理解合法性逻辑的内在机理。此外，本研究的数据通过公开

渠道搜索而得，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遗漏，尤其是年份较早的地方生态环

境部门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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